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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与当代社会】

［主持人语］当我们把已经消失的或即将消失的农耕文化视为遗产的时候，意味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在

现代性视域中获得了当代价值与未来价值，原本属于前现代社会的乡村、农业及其传统在当代社会
有了新的功能，成为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农耕文化的“遗产化”也重构了当代社会
与乡土社会的关联，修复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裂缝，隐喻了当代的历史延续性。我们认为，农耕文化
与当代社会互为镜鉴，当代社会是对农耕文化进行价值重估的权衡，农耕文化也可作为反思现代性

的重要理论视角。日本东京大学菅丰教授的《费孝通眼中的“羊”———印刻在家畜体内的江南农业发
展史》一文，以当代社会中人与环境的矛盾作为立足点，梳理了人为创造湖羊的历史，发现了湖羊养
殖过程中人们不断调适环境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社会的环境危机显然是有一定启示

性的。彭兆荣教授的《论农耕文化遗产之田地景观》一文，考察了田地、乡土与社群、国家、自我性的
同源共生的历史关系，强调了农耕文化遗产对于延续中华文明的当代意义。这两篇论文并非传统的
农史研究，它们是站在当代“回头看”，旨在重估当代社会中农耕文化作为遗产的价值。( 季中扬)

费孝通眼中的“羊”
———印刻在家畜体内的江南农业发展史

菅丰著1，陆薇薇译 2

( 1． 日本东京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 东京 1130033 ; 2．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 1939 年，费孝通出版了中国首部现代民族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他在书中对绵
羊的投机性饲养、买卖及交易事业极为关注。费孝通眼中的“羊”叫作“湖羊”，分布于浙江省至江苏
省一带的太湖南部及上海周边地区。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饲养绵羊，所以湖羊的饲养只能
采用圈养的方式。同时，这些地区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饲养湖羊的主要目的在于小羊的贩卖，是迎
合市场经济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 而公羊的快速更替这种繁殖形态也与市场经济相呼应，具有降低

绵羊养殖成本的功能。此外，湖羊具有多胎性、四季繁殖性、早熟性的品种特性，这些生物学特征同
样是由其所在的江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总之，“湖羊”与一般绵羊不同，是人为极端改良
的品种，是适应江南农村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的产物，它的身体里印刻着江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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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由费孝通撰写的中国首部现代民族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Peasant
Life in China”［1］) 在伦敦出版发行。这部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史上金字塔的巨作为世人所通晓，
可是书中粉墨登场的“羊”，却不尽为人所知。在该书的第 13 章“养羊与贩卖”( Sheep Ｒaising
and Trade Venture) 中，费孝通特别记述了他的田野对象———江苏省吴江县江村( 即开弦弓村) 值
得特书一笔的绵羊饲养、买卖及交易事业。该章仅有 4 页篇幅，与同书的其他章节相比极为简
短。单就分量而言，原本纳入其他章中也不为过，可是费孝通硬是将其单独列为一章，不惜打破
全书的平衡，足见其对“羊”的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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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工作 21 年后，费孝通再次到访开弦弓村，那时，他的脑海里浮
现出 20 多年前呈现在他眼前的不可思议的绵羊的身影。再访之后，他在文中如此追忆过去的
情景: 草原上的牧民听到了也许不会相信，像这样水道纵横，阡陌棋布的水乡里，怎能放羊呢?

一个到这村子走马观花的人，也可能根本看不到这项副业，因为一眼望去，一只羊都没有，但是

过去全村却养着近千只羊。这些羊终年关在小栅里，并不需要自己找草吃，而是人们找到了草
来喂它们的［2］。费孝通在书写以稻为中心的农业的同时，也展开了对渔业、养蚕、养羊、小买卖
等副业的综合叙述，并敏锐地洞察到江南地区高度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特质。作为这一特
质的表现，羊的生产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能洞悉这些状况的费孝
通，可谓独具慧眼。
费孝通所关注的“羊”，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湖羊( Hu Sheep) 。湖羊是分布于浙江省和

江苏省太湖南部及上海周边地区的地方绵羊品种。费孝通未曾察觉它其实是世界上的珍稀品
种，它的饲养技术、用途、繁殖形态等属世界罕见。湖羊的这些特性，由它所生长的江南农村的
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费孝通洞察到的“适应市场经济”这一要素，不仅对
经济研究，而且对支撑经济发展的动植物生物学研究也有重大影响。本文试图理清在原本不适
合绵羊饲养的自然环境里，在过去数百年来，为了产出特殊品种的羊使用了何种特殊的饲养技

术及繁殖形态，并揭示这种对动物的极端介入行为其实是顺应当地发达的商业化农业规律和市

场经济的一种战略。

一、中国绵羊的生长环境

本文所涉及的江南地区，长期以来开展的是耕种兼饲养家畜的农业形态。这种农业把谷
物、蔬菜、果树的栽培与家畜饲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这里是所谓的稻作盛行的农
耕社会，与内蒙古、西藏、新疆等畜牧社会及华北的旱田作物地带，在农业形态上有很大区别。
江南地区的家畜饲养是以猪、鸡、家鸭等为中心的“非畜牧型家畜”［3］饲养，与农耕的生产形态
紧密结合。农耕的规律强烈地影响到家畜的饲养形态，使之与畜牧社会的家畜饲养有着明显区
别。农耕家畜的饲养形态不是畜牧社会常见的巧妙利用对象动物的习性，顺应并维持畜牧的饲
养形态，而是人类按照自我意志超越动物的习性，对其进行极端介入，强行改变并强化管理的饲

养形态。
中国国土按自然区域大致可分为东部季风湿润区、西北干燥区及青藏高寒区三类。东部季

风湿润区因受到季风的影响温暖潮湿，适合植物栽培; 而西北干燥区、青藏高寒区，主要是以畜
牧来维持生计的牧区［4］。在自然环境、生计方式以及民族文化都不尽相同的农区和牧区，家畜
饲养的方法、形态及经营方式也有所不同。在两者的迁移地带，我们可以看到农牧混合的景象，
但基本上牧区专业养殖畜牧型的家畜，在天然草地上大规模放牧绵羊、牛、马、骆驼等，而农区则
圈养猪、牛、山羊等非畜牧型的家畜，以饲料喂养，附带饲养鸡、家鸭等家禽。本文所考察的浙江
省嘉兴和湖州地区原本属于农区，是非畜牧型家畜的饲养地区。
据 2014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 的统计资料①显示，中国非畜牧型家畜( 包括家

禽) 中猪( 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48% ) 和鸡( 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20% ) 的产量均位列世界首
位。中国在非畜牧型家畜的养殖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中国国内，非畜牧型家畜的生产
主要集中于东南部的农区，而作为畜牧型家畜代表的绵羊，则基本上集中于牧区。绵羊的饲养
区域分布不均，大致集中于北纬 28 ～ 50 度、东经 75 ～ 135 度的地域。就绵羊的特性而言，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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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干燥的气候，不适合在高湿度的气候中生活，所以成为中国北部、西部等干冷牧区的主要家
畜。从各省来看，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五大牧区中饲
养着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绵羊，而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的 10 个省份加在一起也只不过百分
之几的产量。这种分布极其不均的情况，主要是“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不利于羊的繁殖和培
育”“农区以农耕栽培为主，在与畜牧的土地使用的竞争上占优势”［5］等造成的。中国北部地区
养殖的蒙古羊、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养殖的西藏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的哈萨克羊，这三大
绵羊占中国绵羊总产量的九成［6］。三大绵羊的羊毛、羊奶、羊肉均可被有效利用。它们被以游
牧、放牧的形态饲养，放牧规模数十头甚至数百头。它们的产地是人类学研究一直关注的畜牧
型家畜的世界。三大绵羊的饲养者基本上以羊肉羊奶为食，生活中也普遍使用羊皮、羊毛。在
这些地区，家畜的挤奶、阉割、屠宰等畜牧必需的畜产技术、牧群管理技术极为发达，而且畜牧还
对社会关系和与精神世界相关的文化造成了影响［7］。人们开展的恰好是适合干冷气候、广阔草
原的畜牧活动，这样的畜牧又决定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在那里饲养的绵羊等家畜也会进
行一定的品种改良，以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需要。
然而，湖羊却是在与畜牧世界完全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养殖的。湖羊养殖盛行的浙江

省嘉兴、湖州地区属于高温多湿的自然环境，那一带多湖沼，河川和沟渠密布，并将湖沼相连。
那里以种植水稻为中心，在养鱼、发展内河渔业、养蚕的同时融入了非畜牧型家畜的养殖。这种
复合型的作业方式，拥有极其细致而复杂的组合形态。一般来说，在这种盛行农耕的地区，家畜
饲养的对象主要是猪、鸡、家鸭、鹅等非畜牧型家畜。虽然也有农耕用的牛，但主要是用它耕田，
吃肉喝奶则是次要的。总之，非畜牧型家畜的饲养是这个地区家畜养殖的特点。所以，在盛行
农耕的地区存在大量代表畜牧型家畜的绵羊，这从畜产学上看有些不合理。

二、湖羊养殖的历史

当然，湖羊并非自古就是湖羊，它是人工改良的绵羊，人为创造的品种，并不是自然而然诞

生的。近些年的考古研究、遗传研究发现，绵羊是公元前 7000—前 6000 年在叙利亚、伊拉克等
西亚国家被家畜化的，于公元前 4500 年传到中国［8］。当西亚地区被家畜化的绵羊来到中国后，
中国就诞生了湖羊。湖羊诞生以前，中国最早开始普遍饲养绵羊的地区是北部及内陆地区的干
冷地带，养殖技术也符合该地区干冷的环境特征。公元 6 世纪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详细记
载了绵羊的养殖技术，内容包括适合北方干冷地区以及更为广阔的放牧地区的管理技术和知识

体系。适应北方环境的这些养殖技术，在元代的农学著作《农桑辑要》中也有被引用。可是在
湖羊赖以生存的温暖潮湿的江南地区，这一技术却难以被应用，所以江南地区必须发展适合自

身需要的养殖技术。
湖羊是如何诞生的呢? 关于作为其改良基础的原品种的绵羊，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有认

为是当今的蒙古羊这一品种的绵羊迁入的［9－10］; 有从绵羊的地理分布、外形及实质的相似性出
发，关注湖羊与分布在河北河南小尾寒羊①的亲缘性的［5］; 也有认为是蒙古羊和寒羊同时迁入

的结果［11］。此外，关于湖羊诞生的年代，12 世纪南宋建立之后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12］，这被称
作“北羊南移”。据说 12 世纪初，由于北方金国南下，北宋迫不得已南渡建立南宋，迁都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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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羊和寒羊系统中的小尾寒羊、大尾寒羊都是在农区饲养的绵羊，所以在性状上十分接近。但这是因为遗传系统相
近，还是受到相似社会环境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 今杭州) 。黄河流域的大量居民移居至江南地区，那时就带来了众多的绵羊①。也有依据《十
国春秋》等资料进行反驳的，他们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绵羊已经逐渐迁入江南地区，后在北宋时期
又有过几次迁徙，这些绵羊才是湖羊的祖先［13］。不论怎样，湖羊的原品种应是在南宋之前迁入
江南地区的。但是当我们阅读地方志和农学著作的记载，涉猎诸多历史的真知灼见后，不难发
现现在湖羊的饲养形态和品种特性的形成，应在 17 世纪的明末清初，比南宋要晚得多［14］。也
就是说，拥有特殊饲养形态和品种特性的湖羊，在其原品种来到江南地区之后，经过了至少 500
年的岁月，才逐渐变化成自身特有的形态。
从江南地区的整体情况来看，湖羊的形成过程与江南地区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商业化过程

并驾齐驱。湖羊的原型实可追溯到 12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初的南宋年间。那时的长江三角洲
地区是全国罕见的粮仓，有“江浙实、天下食”“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在那样的状况下，原本奔
跑在西北大草原的绵羊，被关进了狭小阴暗的陋室。宋代之后，江南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由长江
三角洲的圩田、围田开发等工学适应性举措和占城稻的移植、早晚稻品种改良等农学适应性举
措共同推进的［15］。但是，我们不该认为它只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应将其看作人类对自然环
境的积极挑战。湖羊养殖同样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面对不适合绵羊养殖的自然环境，人们进
行了圈养的工学应对和品种改良的农学应对，这样才使来自北方的羊变成了“湖羊”。
综上，湖羊养殖的契机在宋代，开始则在明代，于明末清初得以成型。湖羊的形成过程，受

到它所处经济状况的极大影响。江南地区从明代之后逐渐转变成高度发达的商业化农业地区。
那个时代，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生存经济，就连单纯生产粮食的农业经济也不断衰退，而通过农产

品的买卖进行货币转换的商业型农业经济开始席卷而来。经济内涵的变化，成为湖羊诞生的重
要动力。
湖羊是一种与棉花、桑叶、木、竹、树皮、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有着同样意义的动物。在这

样一个“只要是经济价值高的商品作物都是经济作物”［16］的时代，动物也一样，例如猪、鸡。只
是在温暖潮湿、人口密集、园艺集约农业过度经营的环境中，饲养绵羊本是件非常冒险的事，但
农业的高度商业化成为冒险挑战绵羊养殖的动机所在。有些研究把明代农业的高度商业化看
作应对国家土地制度的过度收紧和田赋过重的措施，这有一定的正确性，但还是过低地评价了

商业化的重要性，只将其作为“消极补贴家用的方式”［17］。没有土地的小佃户确实受到国家和
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不可否认他们因此转向商业型农业来提高收益。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人们积
极提升生活品质、发展消费文化的意愿。在生存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阶段，商业型农业不仅仅
是消极补贴家用的方式，还是自发地积极扩大家庭生计的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商业型农业的
意义在于“农户的经营意愿、农民智慧的发挥”［16］，并在其中再定位湖羊的诞生。
那么，促使湖羊诞生的商业型农业拥有怎样的形态呢? 嘉兴、湖州地区自古便是农业极度

发达的区域。那里以稻为中心，兼种小麦、油菜，栽培烟草、菊花，养蚕，养鱼，养猪、羊、鸡、家鸭
等家禽家畜，形成多元化的农业形态。那里的农业生产颇具特色: 为了追求高收益将劳动力配
置于多方面的生产中，将各类生产中获得的产品、废弃物用于其他生产，实现资源的循环再生，
让生产与再生产紧密结合。例如，猪和羊的粪尿是水田、桑田不可或缺的肥料; 桑叶既是蚕的饲
料，也是绵羊的饲料; 而蚕的食物残渣也可成为绵羊的饲料。破茧成蝶后的蚕蛹被放入鱼塘成
为鱼饵，鱼的排泄物沉积于池塘中成为泥粪，而泥粪又是桑叶、花卉、竹林的肥料。在所谓的“桑
基鱼塘”的系统中，他们又加入猪、羊之类的家畜。这样的资源循环和复杂的融合，被看作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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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李群的研究，现在蒙古羊系统的羊真正传入中原并得以发展应为南北朝时期，并于南宋初随南迁的中原地区移民

传入京都临安及其附近的湖州一带，此后逐渐形成现今的湖羊。因为，西晋末年第一次人口南迁主要移居至扬州、徐州一带。
从文献和发掘的资料来看，湖羊的原型不是这时来到南方的。之后，隋唐时代、北宋时期虽然有北羊南迁的可能性，但这些时
期没有出现人口的大量移动。



效利用有限土地及资源的方法。而融合的空间和资源的使用体系，是人为有计划地设计的，因
此未被使用的土地只占农村面积的不到 5%。太湖周边地区自古就凝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精
华。明清时期，这里就已实现农业、养蚕、畜牧、养鱼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合理的生产结构和高效
的生产系统［18］。太湖周边地区在明末清初形成的高度合理而集约的生产结构，是在该地区农
业商业化过程中实现的。传承这一生产结构的过程，也就是湖羊诞生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
将普通绵羊变种成湖羊的岁月，与中国江南地区商业型农业的发展期同步。湖羊作为商品动
物，被进行了高度的品种改良。

三、作为商品的湖羊的养殖———被圈养的绵羊

湖羊确实是一种商品。通过湖羊的贩卖，可以使生产者获利。在湖羊养殖中，畜牧社会通
常看重的羊乳、羊毛却不被重视。因为潮湿的泥粪始终附着在湖羊身体表面，羊毛品质较差，想
要洗净并剪割羊毛，相当耗时费力。湖羊与猪一样，粪尿可作为肥料使用，其最主要的养殖目的
是小羊的皮革和肉。成羊的皮革和肉也会被销售，然而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它只不过是被作为
小羊生产的副产品。事实上，成羊的销售额大大少于小羊。湖羊养殖中，小羊的买卖获得的金
钱收益是最受重视的。从这一养殖目的不难看出，湖羊养殖不是与生存经济而是与商品经济紧
密相连的。湖羊的毛皮被称为“软宝石”，自古作为外销商品备受重视，特别是广为人知的湖羊
羔皮———小湖羊皮，商品经济价值最高。饲养湖羊的农民，并没有直接参与皮革的生产，小羊的
宰杀和皮革加工由市区里生产皮革的专业人员负责。出生三天以内的小羊被称作“小湖羊”，
其交易最为频繁。小湖羊皮光泽艳丽，花纹多样，作为女士服装、帽子①以及领口、袖口、披肩等
服饰的一部分材料受到珍视。要取刚出生的小羊的小湖羊皮，必须在三天以内宰杀，而且不得
让母羊给其喂奶。因为喝了奶的小羊，毛皮的花纹会变得粗糙，卖不出好价钱。
商业化的农业经营造就了湖羊特殊的饲养环境。如上文所述，这一农业地区由于生产的相

互融合使经济高度集约，从而全方位有效利用村落空间，几乎不存在剩余土地。因此，没有地方
放牧绵羊，只能在室内养羊，“圈养”这一特殊养殖法就成为湖羊养殖的最大特征。湖羊几乎终
生不会迈出羊圈一步，离开羊圈之日，要么是被拿去贩卖或是借种，要么是被宰杀。这种完全圈
养的方式，相较世界上传统的畜牧型养羊方式来说，极为异样。当然，在寒冷的冬季，西亚和欧
洲的部分地区也会采用限时圈养的方式，但一年四季都采用圈养的，在传统方式中实属罕见。
湖羊和猪一起被关进没有窗户的黑暗小屋里，基本上和猪在相同的环境中生长。饲养者认为，
把湖羊与猪一样圈养有以下几个好处: 本地剩余土地贫乏，这样做不需要占用很多空间; 小屋没

有窗户，而且各家独立成户，可以有效防止苍蝇、蚊虫等传染病; 能够减少羊的运动量，有效喂养
饲料; 方便收集施肥用的粪尿。
本来作为畜牧型家畜奔跑在山野的绵羊，却与非畜牧型家畜的猪呆在相同的环境里，这从

畜产学的角度看未必合理。但是，于嘉兴、湖州地区的人们而言，这是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做
法。事实上，这种湖羊养殖的方法也持续了数百年。湖羊的圈养意味着强制将其关进狭小的空
间内进行高密度饲养，因此需要每天人工喂养饲料，须发展所谓的“喂食”饲养形态，这就要求
每家每户的劳动力各自收集附近自然生长的草以及用于养蚕的桑叶。可是由于农耕地高度集
约化，作为饲料的草的数量有限，割草的劳动力也很有限。换句话说，能够供给的饲料数量和劳
动力数量决定了每家能够养殖湖羊的数量。每家的湖羊头数各不相同，多则 10 头，对于个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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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富汗的 Pashtun 游牧民所养殖的 karakul种的小公羊也和湖羊一样，生产后除少数作为种羊及种羊候补以外都会被
宰杀。它的皮成为 Astrakhan的帽子原料，销售价格非常高。



规模经营的饲养形态来说，再多则无力饲养。

四、极端的近亲交配与公羊的快速更替

如上所述，各家的湖羊头数由能够获得的饲料数量及劳动力数量决定，但是每一户所拥有

的湖羊的性别、年龄结构却有一个大致的趋向。通常来说，公羊的成羊只有两头，一头是繁殖用
的种羊①，另一头是种羊的候补，负责接班，这样种羊每年更替。在当地，猪死了卖不掉，羊大了
也卖不掉，所以要在猪死之前把它处理了，在羊长大之前把它卖掉。这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湖羊
养殖中公羊快速更替的重要性。湖羊养殖中不适合长期饲养公羊，因为公羊只用于配种，无法
直接生育小羊来获取利益。而且一年之后未阉割的成年公羊，肉质粗糙，经济价值低，但其食量
反而增加，养殖成本变大。因为公羊与经济利益无直接关系，所以即使是种羊，也会在出生后
12 ～ 15 个月这一较早期间完成与年轻公羊的更替，随后被宰杀。
相反，用于繁殖的母羊则不会被较早宰杀，尤其是产子数多的母羊被作为优品长期饲养。

畜牧社会中，家畜如同存款的本金，家畜的奶则如同利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就这个地区
而言，小羊是利息，母羊是重要的本金。基本上说，每家饲养的湖羊头数决定了更新需要的时
间。随着年龄的增加，母羊的产子数会减少，所以按照母羊年龄大小顺序每年更替一只是较为
理想的。也就是说，养 6 只母羊的农户需要花 6 年时间，养 3 只的需要花 3 年时间完成更替。
与配种的公羊一样，他们也会饲养候补的母羊用于替换。按照上述公母的组合进行自家繁殖，
从每户只有几头的数量来看，必定要采取特殊的交配法，也就是说会形成极端的近亲交配［14］。
完全不回避近亲交配，可以说是当地传统养羊的特点。就连拥有多头配种的公羊和繁殖用的母
羊的牧民多少有点意识，会想一想家畜的谱系，避免极端的近亲交配。可是这里只饲养几头湖
羊的人们，却毫无谱系意识可言。
由于少量的湖羊在自家完成饲养繁殖，自然会引发近亲交配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

到，数百年间持续养殖湖羊的过程中，近亲交配并未产生太大问题( 至少人们如此认为) 。近亲
交配若使得遗传因子均质化、性状固定化是值得庆幸的，但也有可能出现劣质基因均质化并引
发显性特征的恶果。通常来说，重复地进行近亲交配，会引起生存能力的下降，饲料使用率的低
下及发育不良、身形矮小、繁殖率低、泌乳功能下降等退化现象。可是，湖羊养殖中至今尚未发
现这些会妨碍其繁衍的退化现象［11］。实际上，种羊的偶然死亡，有可能会给湖羊注入来自不同
血统的新鲜血液②。而且，小羊大多在出生 3 日内就被宰杀了，所以不太会出现身形矮小、发育
不良、泌乳功能下降等近亲交配引发的问题。只要近亲交配不引发这些问题，对于品种改良、特
定品种的固定化还是较为有效的。公羊的更替速度之快，近亲交配的繁殖形态之特殊，使湖羊
拥有了其他绵羊品种不具备的特殊的品种特性。

五、湖羊的品种特性———早熟性、四季繁殖性、多胎性

嘉兴、湖州地区的人们认为，湖羊有三个优质的品种特性: 一是早熟性，二是四季繁殖性，三
是多胎性。湖羊与世界上的其他品种相比，相当容易性早熟，利用湖羊的早熟性可以提前进行
交配。可是在一般的畜牧社会中，并不会进行绵羊的提前交配。例如，过去传统的蒙古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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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常在游牧社会也会控制无法产子的公羊数量。例如，Pashtun游牧民认为种羊和母羊的理想比例是 1 ∶ 100 ; 意大利
中部山村的游牧部落中，种羊与母羊的比例为 1 ∶ 50 ～ 60。为了形成这样的比例，这些地区会大规模地宰杀小公羊。
这个地区有专门从事配种的人。一次配种的费用为一头 35 元，大概相当于一头小湖羊的钱( 1993 年田野调查时的

数据) 。



通常让山羊和绵羊在其 3 岁的春天产子。学者注意到，如果过早产子会引发“厌孩”现象［7］。
所谓“厌孩”现象，是指母羊不照顾出生的小羊，这一现象会成为小羊生长的阻碍，所以蒙古游
牧民尽量避免羊的早产引发的这一现象。但是，湖羊的公羊母羊大约在出生后 4 ～ 5 个月便已
性成熟，甚至有的 3 个月就开始发情。所以，实际在 6 个月时，它们就提前交配繁殖。非常重要
的一点是，在看待湖羊早熟的品种特性时，没有对其早熟性持否定态度，而是看作提前获得子嗣

的一种特性。考量游牧社会所重视的大规模群体饲养和小羊的长期培育时，早熟性是有问题
的。但是湖羊完全是圈养，除了会培育几只小羊作为公羊种羊和繁殖母羊的候补外，其余的小
羊均被宰杀，所以早熟性丝毫不成为问题。不但如此，早熟性还成为快速循环生产小羊获得利
润的有力武器。
湖羊还具有无特定繁殖期，即一年四季都可繁殖的特性。畜牧社会的绵羊，由于初秋至初

冬时节日照时间短，母羊通常在这一时期不会发情。也就是说，绵羊的繁殖颇受日照时间的影
响。从世界范围来看，热带以及低纬度地区是四季繁殖［19］，而中纬度地区几乎没有四季繁殖的
品种。然而，未孕的湖羊母羊拥有一年之中随时会发情的四季繁殖性，且与日照时长无关。因
为此特性，湖羊可以一年两次、两年三次连续产子。这一特性与早熟性一样，有利于湖羊快速、
大量地繁衍后代。
此外，湖羊具有同时生产多头小羊的多胎性特征。不同品种的绵羊其产子数会有偏差。在

传统畜牧社会中，多胎产子不常见，如非洲的畜牧型绵羊的产子率①只有 114%［20］。此外，蒙古
游牧民的绵羊的产子率大约是 113%，双胞胎等多胎产子的概率极低。不仅如此，蒙古游牧民并
不喜爱多胎性，因为它与早熟性一样会成为“厌孩”的诱因［7］。同样，中国游牧社会养殖的三大
绵羊，即蒙古羊( 105% ) 、哈萨克羊( 101．6% ) 、西藏羊( 103% ～ 105% ) 的产子率均很低。可是在
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养殖的绵羊中，产子率显示出较高的倾向。例如，分布在河南省的大
尾寒羊的产子率为 163．1%，分布在江苏省、安徽省北部的小尾寒羊则达到 229．2%。湖羊的产
子率则更高，在浙江省吴兴县的羊场为 235．3%，德清县的蚕种场为 230．4%［21］。由于这两个地
方的饲养环境较好，所以产子率可能会高于普通水平，但即使是普通农户家饲养的湖羊，比起畜

牧社会中的羊，其产子率也高得多。例如，有数据显示，1980 年吴兴县产了小羊 15． 1463 万头
的繁殖母羊，其产子率为 206．5%。产子的明细如下: 产子一头的仅为 17．35% ( 2． 6281万头) ;
两头的为 61．95% ( 9． 3836 万头) ; 三头的为 17． 61% ( 2． 6668 万头) ; 四头的为 3． 03% ( 4589
头) ; 五头的为 0．06% ( 89 头) 。双胞胎以上的多胎产子占全体总数的 82%［12］。根据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湖羊的多胎性比畜牧民饲养的绵羊要显著得多。绵羊通常一次产多子时，羊毛数量
会减少，小羊的发育也不好，所以除了绵羊头数增多以外，其他并无太多益处。然而，湖羊的羊
毛不会被使用，且不用考虑小羊的发育问题，所以多胎性非但无妨，还会提高小羊的产量，增加

收益。
上述三个特性不仅限于湖羊，其他进行复合式经营的农业发达地区的绵羊，多少也会有同

样的倾向。在中国，与湖羊同属于农区的绵羊———小尾寒羊、大尾寒羊也有相似的品种特性，但
湖羊的品种特性最强，最能体现出商业化的农业规律。

六、结语

湖羊是以完全圈养、喂食，也就是非放牧的方式来进行饲养的，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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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产子率，指的是 100 头母羊怀孕后能产出的小羊数。也就是说，100 头母羊分别产出一头小羊，产子率为 100%。
如有 13 头母羊产出双胞胎，产子率则为 113%。



方式是由该地区的自然及社会条件决定的。那里可使用的土地空间很少，能作为饲料的草资源
十分有限，能直接参与养殖的劳动力也不充裕。饲养湖羊的主要目的在于小羊的贩卖，这是迎
合市场经济获取利益的手段。江南地区的市场经济早就很发达，对农村也造成极大的影响，成
为湖羊养殖的先决条件。而且公羊的快速更替这种繁殖形态也和市场经济相呼应，具有降低绵
羊养殖成本的功能。湖羊有其他羊所不具备的特质，这些特质是江南地区的人们不断奋斗、反
复试验的结果。
市场经济中，农民自发积极提高自家生活水平的意愿，是湖羊诞生的动力。湖羊的饲养形

态、养殖目的、繁殖形态、品种特性均是世界罕见的，这是农民的意愿和智慧的结晶。湖羊在漫
长的历史过程中被改变了特性，成为特殊的品种。湖羊这种动物变化的过程，也是适应绵羊品
种改良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的过程。所以说，湖羊的身体里印刻着江南地区农业发展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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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ces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Peasants: Smallholders Based Vitaliz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easants Based Vitalization of Productive Ｒelations
YE Jingzhong，ZHANG Minghao
Abstract: During the discuss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the terms of smallholder and peasant are often
mixed with each other． Are these two terms interchangeable? Tracing back their origins，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erm peasant is a dialectical unity that encompasses both qualitative dimension of productive re-
lations ( the holder and ownership ) and quantitative dimens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 land scale and
subsistence) ． Whereas smallholder is an independent accounting unity that only reflects the quantitative
dimension of peasant． The two terms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with respective articulation boundaries．
Peasant and smallholder are distinct in terms of their attributions，contents and applicable theories，
based on which，the different images of rural vitaliz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Ｒ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mallholder means the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whereas rural vi-
t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peasant means the comprehensive vitalization of rural productive
relations． Both smallholder and peasant are key holders of rural vitalization，but policy designs shall be
specific and sensitive toward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mallholder and peasant． Ｒural vitalization can be
realized when the advantages of smallholder and peasant can be fully incorporated．
Keywords: small holder; peasant;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design

Small Farmers and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uctural Dilemma and Outlet of Small Farmers in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Division System
WU Chongqing，ZHANG Huipeng
Abstract: Small farmers have been stigmatized for a long time in our country． However，determined by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mall － scale peasants will st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The modern
small farmers are not traditional self － sufficient part － time farmers， but specialized commodity
producers． In the highly socialized industrial divis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various capital subjects oc-
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control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value chain． Small farmers are
independent in form，and in fact are subordinate to and dependent on capit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l-
icy also excludes the living space of small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t is necessary to re－recognize the functions of small farmers and make them organically
lin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by improving their degree of organization．
Keywords: small farmers;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org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heep”in the Eye of Fei Xiaotong: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South China Inscribed in the
Domestic Animals
SUGA Yutaka，LU Weiwei
Abstract: In 1939，Fei Xiaotong published his PhD thesis as Peasant Life in China． Fei paid attention
to the speculative business of sheep breeding and trading in his book． This sheep named“Hu Yang”
was distributed throughout a small area in Zhejiang and Jiangsu provinces，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re-
gion of Lake Taihu as well as i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where the environment failed to
permit the natural breeding and feeding of sheep，hence the enclosed rearing of sheep was adopted． As
they were reared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in China，the breeding of Hu Yang was intended
for market purposes． And the rapid generational renewal of Hu Yang made them an ideal means to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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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rofits in the local market for the feeding cost was reduced． Hu Yang has unusual characteris-
tics of multiple pregnancies，early maturity，and seasonless breeding． These Hu Yang’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shaped by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Yangtze Ｒiver．
The highly developed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has had great influence not only on economic aspects
but also on the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animal． Different from other variety of sheep，Hu Yang is the
product of human manipulation and serves as a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outhern China．
Keywords: Hu Yang; Fei Xiaotong; market economy; selective breeding; adaptation

An Exploration on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s of Farmland
PENG Zhaorong
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regional diversity and her vernacular landscapes vary greatly． In
an agrarian society，farmland i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for cropping patterns，community types and so-
cial structure． What is more，it is the habitat for farmers，self－regulat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rural
self－administration system as well as blessed by the god of the earth and the god of harvest． As a result，
farmland becomes a synonym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Most importantly，rice production and
its hydrant irrigation system constitute the rural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Southern China． In conse-
quence，agricultural scenery is an art of land in a sense．
Keywords: farmland; Lijia systerm; neighborhoods; the god of the earth and the god of harvest

The Governance Mobi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Behavior Analysis on Country H
in Western Hubei
LIU Lei，WU Licai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mobilization has become a policy tool and a governance strategy of local gov-
ern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Local government often
makes use of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to express its political will，and to mobilize the social participa-
tion with the strategy of“reciprocity of interest”，and makes use of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to achieve
the order maintenanc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s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obilization．
This process of operation contains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national will express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reflects the actual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and also reflects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governance rule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riented change in the grass root practice．
When local government faces the political wills of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the game with various in-
terest subjects，the exces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create dilemma to loc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local government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responsive and
emotional governance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mobiliz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ance mobi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Its Deep－Seated Mechanism and Feasible Ｒoutes of the Poverty Al-
levi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Lin Town and Li Vil-
lage in Jiangxi
LIANG Dong，WU Huifang
Abstract: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Li Village of
Lin Town in Jiangxi Province，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through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trapped in predicament i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on is based on
unidirectional path，the simplifying and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industry，the labor force as entry con-
dition，and the neglected long－term plan for market． In the depth of the practice plight are the supe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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